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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点，其效率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超效率EBM模型，利用2019年省际截面数据，测算了我国内地30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基于四螺旋模型，探究政府、产业、高校、社会公众协同绿色技术创新机制，选取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公众参与度五个前因条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多主体协同联动产生区域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研究发现：单个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解释力度不强，但相较于其他条件，政府支持与公众参与在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存在3条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路径，包括政产学协同型、政府助力下的产业推动型、政府主导逻辑下的公众参与型；两条导致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均呈现政府支持乏力与公众参与缺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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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Path of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druple Helix: QCA analysis based on 30 Provinces in China
Wang Wan，Qin Yigen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balanc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Based on the super efficiency EBM model and the provincial cross-sectional data in 2019,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ies and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Quadruple helix model, and selects five antecedents: government suppor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fuzzy se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linkage to produce regional hi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t is found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by single condition is not strong,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condition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re are three key path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luding government property science coordination, industry promo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government led logic; The two paths leading to the efficiency of non hi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government support and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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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接踵而至，为应对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但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支点实现两者的平衡仍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拥有传统技术创新优势的同时，融入了环保理念，具有更大范围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在实现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成本的同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国家和企业关注的重点。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 更为凸显出绿色技术创新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以“绿色”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创新”抢占科技前沿已成为我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应对防范内外部风险，提高化解能力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绿色发展不平衡，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区域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效率水平的高低是多个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的结果，区域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上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区域的创新主体所占有的创新要素以及创新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配置效率存在差异，简单复制高效率区域的发展模式无异于按图索骥。因此从整体视角揭示多主体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识别其中的关键因素，探究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现实路径，对缩小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差距，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文献回顾
绿色技术创新相比传统技术创新更具新颖性和复杂性，同时具有更加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更大范围内影响其他技术领域。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重要原因在于绿色技术创新[1]，作为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目前学者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尚未达成统一，一部分学者侧重于环境因素，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为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进行的技术与工艺创新活动的总称[2]，另一部分学者则侧重于技术创新方面，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设计、绿色研发、绿色生产、绿色转换等相互关联的子过程的总称[3]。无论是侧重于环境还是创新因素，现有研究均将创新活动与环保理念纳入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之中，因此本文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进行的一系列创新活动。
目前有关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以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关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现有研究多从投入产出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或随机前沿法（SFA）等方法进行测算[4]，视角多从企业、行业、区域三个视角或不同视角的结合展开，如张在旭等[5]通过构建超效率SBM模型从区域视角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钱丽等[6]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共同前沿SBM-DEA模型，测算分析了2008-2017年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田泽等[7]则将区域视角和行业视角相结合，采用网络SBM-DEA模型和Malmauist指数模型测算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情况。
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现有研究多从政府、产业、社会公众等主体出发，探寻各影响因素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如陈晓等[8]从政府行为出发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支持的中介效应，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支持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黄磊等[9]则探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驱动因素，发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影响因素对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秦炳涛等[10]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用模型探究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公众参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视角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通过回归思想，从不同创新主体角度探求各影响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的净效应。虽然已有文献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研究仍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研究视角上多从单一或部分创新主体出发，探究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然而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个创新主体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鲜有学者从整体视角对绿色技术创新多主体协同机制进行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运用回归思想探寻影响因素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间的线性关系，难以解释不同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协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从整体组态视角出发，通过超效率EBM模型测算中国2019年度30个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为结果变量，基于四螺旋模型，构建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多主体协同机制，并从政府、产业部门、高校、社会公众四个方面选取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构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驱动模型，运用fsQCA进行组态分析，揭示多主体协同联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本质，探究有效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具体路径，为不同区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3理论模型构建
1995年Henry Etzkowitz与Leydesdorf Loet基于对美国硅谷等高新技术科技园中所呈现的“产学研” 融合发展模式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三螺旋创新范式，认为政府、产业部门与高校通过打破组织边界，协同联动，能够合力促进区域创新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三螺旋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开始基于三螺旋研究框架，分析政府、高校与产业部门非线性互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对三螺旋模型的扩展，提出了四螺旋（例如 Elias G. Carayannis 增加第四维度：社会公众）、五螺旋甚至是N螺旋结构[11]，但目前学者对于三螺旋延伸出的多螺旋结构看法不一，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合作模式单一、耦合能力缺乏，三螺旋结构产生的自然与社会问题影响了知识生产的正向效应发挥，扩展维度恰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12]。但另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如三螺旋模型的创始人Henry Etzkowitz与Leydesdorf Loet[13]认为，多维度非线性互动模式已经过于复杂，复杂的螺旋结构会使决策者难以协调。 
目前有关区域创新的研究多将社会公众扩展为三螺旋结构外的第四维度，但对社会公众如何促进区域创新的内在演化动力机制解释不清晰。对比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公共品属性，且具有双重外部性，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溢出，直接涉及社会公众利益[14]，因此，将社会公众纳入传统三螺旋结构，形成“政-产-学-众”四螺旋分析框架，基于此分析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更为合理。
3.1四螺旋视角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
    四螺旋视角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创新模式，而是政府、高校、社会公众、产业部门开放组织边界，相互渗透，协同联动，实现政策、资金、知识、需求等创新要素合理有效配置的动态过程，四螺旋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如图1所示。
3.1.1政府的政策引导
政府在政策、资金等创新要素上拥有着明显的优势，在协调运行机制与价值目标各异的其余创新主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环境溢出效应会抑制产业部门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需要政府政策加以引导，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有较高门槛，需要高校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但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前景难以评估且周期较长，难以获得金融体系的资金，因此政府的政策支持能够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困境，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源动力。
3.1.2高校的知识供给
    由于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门槛较高，产业部门独自研发成本高、周期长，无法满足现时需求，而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策源地，能够弥补产业部门在知识要素上的欠缺，在整个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知识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校作为知识产生与创造的主要源头，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知识基础，同时向社会公众传播知识，提升社会公众科学素养，避免社会公众因专业知识技能限制，造成无效参与[16]。
3.1.3公众的绿色诉求
    由于政府对产业部门进行环境督查的成本较高，检查频率与范围受制，难以及时全面掌握产业部门的环境污染情况，公众参与恰好弥补了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与产业部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7]。公众的绿色诉求一方面会会促使政府实行环境规制，倒逼产业部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为规避舆论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产业部门会提前考虑公众利益，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10]，从而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3.1.4产业的转型升级
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主体，产业部门需对政府部门进行政策反馈，回应社会公众的绿色诉求，及时将绿色技术需求信息反馈给高校，实现高校创新成果与市场绿色需求高效对接，从而整合创新要素，优化自身结构，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image: ]图 1四螺旋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

3.2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驱动模型
根据四螺旋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制，结合现有文献，本文从政府、产业部门、高校、社会公众四个角度选取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公众参与度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影响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构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驱动模型（如图2所示），探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路径。
（1）政府支持。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知识与环境溢出的双重外部性，政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企业由于知识溢出而无法获得的创新效益，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物质上的保障[18]，同时，政府的支持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了看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前景的信号，从而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支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19]。
（2）环境规制。目前学界关于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看法不一，一部分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加重企业负担，使企业陷入生存困境，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成本约束效应”，另一部分学者则认同“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迫使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 ，而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足以抵消前期的成本投入[9]。
（3）产业结构优化度。产业内部配置的优化能够强化产业间的协同创新，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产业结构的逐步高级化使得能耗水平较高、污染程度较大的第二产业向低碳清洁，能耗水平低的第三产业转型[9]，缓解了区域资源环境压力，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了传统产业部门与技术研发服务部门的有效对接，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0]。
（4）高校技术转移。高校技术转移是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向企业的过程，通过技术转移促进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部门绿色技术创新需求的融合，实现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image: ]（5）公众参与度。社会公众通过信访、诉讼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表达自身的绿色诉求，对产业部门产生非正式约束，这种非正式约束，能够将环保责任意识内化于产业部门的生产决策中[21]，提升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图 2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驱动模型

4研究方法及数据
4.1研究方法
4.1.1 EBM超效率模型
现有研究多采用传统DEA或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但DEA模型与SBM模型无法处理投入与产出变量均具有径向与非径向特征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Tone和Tsutsui[22]提出的EBM模型，该模型相较传统DEA模型和SBM模型既能考虑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径向比例，又能同时处理投入与产出要素之间的径向与非径向的松弛变动，增强了决策单元的相对可比性。为使最终测度结果更加真实可靠，进一步将 EBM模型进行超效率化，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式（1）中最小值即为EBM模型超效率值，ε是联合了非径向与径向效率值的关键参数，θ为规划参数值，λ为影响因素的相对权重值，s为松弛变量，w为相对权重，用于反映指标的重要程度，t为年份。m、n和b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的种类数量。x、y和z分别为投入要素、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向量。（1）

4.1.2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选择fsQCA方法以探析不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Charles C.Ragin于1987年提出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用以解决传统定量与定性方法不能解决的复杂因果组合问题，该方法通过布尔运算和集合关系来实现对案例的充分比较和分析，更关注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23]。本文选择fsQCA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由多主体影响因素协同联动的结果，传统的线性回归试图产生特定结果的最佳路径，难以从整体角度考察多个要素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fsQCA能够从整体视角出发，关注各个前因条件的组态是否能够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与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涉及投入与产出要素，传统回归方法容易产生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而QCA方法建立在因果非对称性与组态视角的基础上，能够有效避免这些内生性问题[23]。此外，由于fsQCA有效结合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优点，使其不仅适合10个或15个以下的小样本研究与超过100个的大样本研究，而且适合15个至50个的中等规模样本研究，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为样本，样本规模适用于该研究方法。
4.2变量测量及校准
4.2.1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测量
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创新主体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进行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因此在运用EBM超效率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时从资本、劳动力以及能源角度出发，选取各省市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以及各省市的能源消耗总量作为投入指标，从经济和生态角度出发考虑创新的期望与非期望产出，选取专利授权数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期望产出，同时选取工业废气和废水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具体指标及数据来源见表1。

表 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度指标及数据来源
	类别
	指标性质
	指标
	来源

	投入指标
	劳动力
	R&D人员全时当量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资本
	R&D经费内部支出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能源
	能源消耗总量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专利授权数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工业废气排放量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前因变量测量
本文选取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与公众参与度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前因变量。1）政府支持。以当地政府科学及技术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表示政府支持力度。2）环境规制。由于工业部门是能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场所，因此各省市在工业上的环境规制基本能够反映环境规制的总体强度，因此选择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废水废气排量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市环境规制力度[24]。3）产业结构优化度。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衡量。4）高校技术转移。本文参照王晓红等[25]的做法，采用高校与外部签订的技术转移合同数量与区域高校的比值衡量区域高校技术转移水平。5）公众参与度。参照秦炳涛等[10]的做法，采用区域环境信访事项与全国新环境信访事项均值衡量公众参与度。

表 2前因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89866274]指标
	测度
	数据来源

	政府支持
	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地方公共预算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

	环境规制
	工业增加值/废水废气排放量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优化度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中国统计年鉴》

	高校技术转移
	高校技术转移合同/区域高校数量
	《中国统计年鉴》

	公众参与度
	区域环境信访事项/全国信访事项均值
	各省份统计年鉴



3.2.2数据校准
对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数据校准决定了各案例的隶属集合，是fsQCA中的重要步骤，在此步骤中需要根据现有研究和理论以及数据的分布情况设置相关锚点（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根据数据的频率分布，本文在结果变量的校准上选择样本数据的70%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点，40%分位数作为交叉点，15%分位数作为完全不隶属点。5个前因变量则参照杜运周[26]的做法，选择样本数据的7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点，50%分位数作为交叉点，25%分位数作为完全不隶属点，结果变量及各前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锚点如表3所示。
表 3数据校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89868480]集合
	模糊校准点
	描述性分析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府支持
	0.030 347 
	0.018 529 
	0.011 250
	0.024 125
	0.017 069
	0.067 569
	0.005 564

	环境规制
	0.048 118 
	0.022 811
	0.013 420
	0.035 629
	0.031 554
	0.153 158
	0.005 904

	产业结构优化度
	1.524 087 
	1.351 082 
	1.207 503
	1.564 301
	0.786 811
	5.169 242
	0.933 693

	高校技术转移
	5.617 619
	2.708 188
	1.390 621
	4.278 409
	4.567 619
	20.173 653
	0.056 604

	公众参与度
	1.116 832
	0.355 482
	0.075 414
	1.000 000
	1.769 970
	8.403 496
	0.001 905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0.750 817 
	0.484 558 
	0.422 934
	0.663 166
	0.259 701
	1.195 399
	0.338 967



5实证分析
5.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析
运用考虑投入与产出变量均具有径向与非径向特征的超效率EBM模型，采用MAXDEA软件，对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19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从测算结果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浙江、江西等地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高水平，黑龙江、云南、陕西、宁夏、四川、海南等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较低，处于全国末端，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平均值为0.66，仅能够达到目前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水平的55%，这说明对于部分省份，还存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
                        

表 4各省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省份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省份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北京
	1.195 399
	河南
	0.456 427

	天津
	1.016 778
	湖北
	0.697 519

	河北
	0.730 760
	湖南
	0.577 011

	山西
	0.458 277
	广东
	1.034 713

	内蒙古
	0.464 742
	广西
	0.461 391

	辽宁
	0.487 708
	海南
	0.406 575

	吉林
	1.013 979
	重庆
	0.630 188

	黑龙江
	0.419 172
	四川
	0.429 922

	上海
	1.078 646
	贵州
	1.000 504

	江苏
	0.700 164
	云南
	0.338 967

	浙江
	1.075 780
	陕西
	0.371 525

	安徽
	0.797 618
	甘肃
	0.479 832

	福建
	0.587 386
	青海
	0.468 952

	江西
	1.010 522
	宁夏
	0.391 924

	山东
	0.600 261
	新疆
	0.512 329


                      
5.2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前，需要对所有前因条件进行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以判断某个条件是否为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当单个条件的一致性大于0.9时，可以认为该条件是导致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以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公众参与度为前因条件，对高与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必要性检验，得出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阈值0.9，因此，前因条件中并没有导致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说明单个条件对于高和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解释力度不强，下文将进行组态分析。
                       

表 5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府支持
	0.695 677
	0.844 005
	0.287 941
	0.239 101

	~政府支持
	0.372 824
	0.433 420
	0.812 141
	0.646 214

	环境规制
	0.681 640
	0.816 409
	0.352 748
	0.289 173

	~环境规制
	0.406 513
	0.478 520
	0.776 046
	0.625 248

	产业结构优化度
	0.540 146
	0.645 204
	0.578 343
	0.472 837

	~产业结构优化度
	0.558 675
	0.659 377
	0.566 038
	0.457 256

	高校技术转移
	0.595 171
	0.750 708
	0.451 189
	0.389 518

	~高校技术转移
	0.516 002
	0.578 715
	0.711 239
	0.545 970

	公众参与度
	0.625 491
	0.782 853
	0.402 789
	0.345 046

	~公众参与度
	0.476 698
	0.538 364
	0.746 514
	0.577 045


      注：~是表示该条件不存在
5.3 组态分析
运用fsQCA进行组态分析时，首先要进行参数的设置，以区分组态是否符合模糊集理论中的一致性要求，参考现有文献将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给出三个解，包含复杂解、中间解与简约解，其中，复杂解不包含逻辑余项，中间解中只包含符合现有理论和实际的简单逻辑余项，简约解中包含所有逻辑余项，结合杜运周、贾定良[27]等文章的相关研究，若某一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与中间解的某一组态中，则称该条件为该组态中的核心条件，若某一条件未出现在简约解中，但存在于中间解中，则称该条件为边缘条件，核心条件对结果的产生起主要解释作用，相对而言边缘条件则对结果的产生起到辅助解释的作用。将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为结果变量，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和公众参与度作为条件变量进行标准化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产生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共有3条，产生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有2条。
表6 高、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组态
	条件
	H1a
	H1b
	H2
	NH1a
	NH1b

	政府支持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优化度
	 
	
	
	
	

	高校技术转移
	 
	
	
	
	

	公众参与度
	
	
	
	
	

	一致性
	0.880 952
	0.883 582
	0.928 433
	0.950
	0.890 805

	原始覆盖度
	0.124 649
	0.332 398
	0.269 512
	0.187 039
	0.127 153

	唯一覆盖度
	0.049 972
	0.233 015
	0.128 018
	0.127 153
	0.067 268

	总体一致性
	0.553 060
	0.254 307
	

	总体覆盖度
	0.889 792
	0.928 144



 注：1） 为边缘条件存在；2）  为核心条件存在；3）	为边缘条件缺失；4）  为核心条件缺失； 

5）空白表示该条件出现与否对结果没有影响

5.3.1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路径
（1）政产学协同型。在组态H1a中以高政府支持和高产业结构优化度为核心条件，高环境规制与高高校技术转移为边缘条件。在该条路径下，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与环境规制，协调创新要素在各主体间的流动，高校通过技术转移促进知识要素与产业绿色创新需求零距离对接，产业部门不断实现自身的优化与转型，共同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代表省市有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H1a路径表明只要政府政策引导到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传统的“政-产-学”协同模式依然能够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北京市为典型，政府政策方面，北京市不断加强对产业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2021年10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若干措施》，对符合要求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为产业部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保障。产业结构方面，自2015年来，北京不断修订《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以期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全力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与此同时，北京市依托驻京高校，成立了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政产学”三方协同，北京市实现了资金、知识等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2）政府助力下的产业推动型。组态H1b与组态H1a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二阶等价组态[28]。H1b中以高政府支持、高产业结构优化度为核心条件，以非高高校技术转移、非高公众参与度为边缘条件，代表省市为湖南省和贵州省，该条路径进一步强调了政府支持与产业结构在推动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减轻了区域资源环境压力[29]，替代了社会公众参与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产业部门的自主研发能力。通过强力的政府支持与较高的产业结构优化度弥补高校的知识供给与公众参与的缺失，实现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以湖南省为例，早在2012年，湖南省政府就出台了《绿色湖南建设纲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指数常年处于全国前列。近年来湖南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十三五期间，获批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绿色园区。与此同时，湖南省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完善了覆盖产业部门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的支持与激励政策，推动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3）政府主导逻辑下的公众参与型。组态H2中以高政府支持，高公众参与度为核心条件，非高产业结构优化度与高环境规制为边缘条件，处于这类路径下的典型省市包括：江苏、湖北、浙江、福建、河南、山东、安徽，该路径表明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的省市，通过政府政策的合理有效引导与公众参与的非正式约束，同样可以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山东省为典型，山东省产业结构呈现低度化，第一产业相对其他省市占比较高，二、三产业多为传统行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山东省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公众环境信访制度，着力畅通公众环境信访渠道，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公众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补充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不断出台政府政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完善环境保护责任制，引导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向绿色技术领域，实现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5.3.2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路径
本文同时检验了产生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共有两条：NH1a与NH1b，两条路径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二阶等价组态。两条非高路径表明，在缺乏高政府支持与高公众参与度的情况下，即使存在较高的高校技术转移，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也不会高，同时NH1a路径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对传统工业产业部门产生成本挤出效应，抑制绿色技术创新，NH1b则表明，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松散的环境规制政策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5.4稳健性检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一般有4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分别是调高案例PRI一致性阈值、提升原始一致性阈值、增删案例和新增其他条件，本文将PRI一致性从0.7提升至0.75，对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环境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新组态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可靠。
6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和文献，探究了四螺旋视角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选取其中的关键因素，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驱动模型，采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全国30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1）单个条件对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解释力度不强。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与公众参与均无法成为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必要条件，多重条件相互作用、协同联动才能够组成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路径。这说明，简单的线性创新模式无法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各创新主体开放组织边界，相互渗透，实现创新要素的快速合理流动，才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2）存在三条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路径，包括政产学协同型、政府助力下的产业推动型和政府主导逻辑下的公众参与型，同时本文发现两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路径，均呈现出政府支持乏力与公众参与缺失的特点，各区域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创新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配置情况，选择合适的提升策略。
（3）政府支持与公众参与是现阶段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中，高绿色技术效率的三条路径均包含政府支持，且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两条路径中均包含非高政府支持与非高公众参与，反映出现时期，政府支持与公众参与在协调创新要素，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6.2管理启示
   由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1）强化创新主体协同机制，“因地制宜”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区域各创新主体应开放组织边界，充分发挥“1+1>2”的协同创新优势，共享知识信息等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由于不同区域的发展状况以及创新主体禀赋存在差异，各地区应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立足于本地区创新要素配置情况，积极探索适配现实情境的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模式。
   （2）加强政策干预，发挥政府优势。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时，不能够放弃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在宏观上的政策导向功能，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政策资金保障机制，利用在政策、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优势，通过“有形的手”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创新要素在创新主体间的流动，激发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动力，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3）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政府应建立完善多渠道公众环境信访机制，通过政策规范建立更为公开透明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对产业部门的补充监督作用，同时通过政策奖励等方式，激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以政府部门的正式约束与社会公众的非正式约束，倒逼产业部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区域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
6.3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虽提出了影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条件组态，但仍有以下局限：
   （1）受限于QCA方法，前因变量过多会导致逻辑余项的大量增加，因此本文仅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5个前因变量，未来研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扩充前因变量数量，改进方法，更为全面地揭示多重影响因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2）本文仅探讨了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和公众参与度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静态关系，而并未引入时间变量，随着QCA方法的不断完善和迭代，目前研究已经出现了能够探究系统随时间动态演化的时序QCA，未来研究可以探寻多重条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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